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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组织变革的关键

驱动力,但如何获取员工对 AI 的支持是当前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为了回应这一

问题,本文引入员工参与 AI 实施过程(简称员工参与)作为前因,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构

建了员工参与影响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

规范和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伦理氛围的调节作用。 研究 1 采用情景实验法,通
过对 175 名服务业员工样本进行 2 × 2 被试间实验设计,发现员工参与能够促进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员工参与和企业伦理氛围协同提升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

行为控制。 研究 2 采用问卷法,通过对 386 份服务业员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支持并拓展

了研究 1 的发现,揭示了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以

及被调节的中介效果。 研究结论丰富了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前因变量和发生机制研究,同
时启示企业在实施 AI 的过程中要尊重员工的能动地位,联合运用员工参与和伦理管理两

大策略提升员工对 AI 的支持、实现员工与 AI 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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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演进,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与企业业务

流程和内部运作全面相融的时代浪潮已势不可挡。 一般意义上,AI 技术是指可以模拟和拓展人类

智能,并 具 有 一 定 自 主 行 为 的 计 算 机 程 序 ( Glikson 和 Woolley, 2020 [1] ; Raisch 和 Krakowski,
2021 [2] )。 在工作场所情境下,诸如智能识别、虚拟现实、智能机器人等能够辅助抑或替代人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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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 AI 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徐鹏和徐向艺,2020) [3] 。 尽管 AI 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幅提高组织效

率,但随之而来的失业、隐私安全和数据独裁等问题也饱受争议(黎常和金杨华,2021) [4] 。 这导致

人们对于 AI 在工作场所情境下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喜忧参半(Charlwood 和 Guenole,2022) [5] 。 一项

涉及亚洲、美洲和欧洲等多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平均只有 53% 的人对 AI 的全面发展抱支持态

度(世界经济论坛,2020) [6] 。 在企业内部,员工是否接纳并支持 AI 也成为企业引入 AI 项目需要

考虑的重要因素。 如果管理者操作不得当,往往会导致员工对企业实施 AI 的不信任与不支持,严
重损害 AI 的操作化效果(Raisch 和 Krakowski,2021 [2] ;Paluch 等,2022 [7] )。 如何增强员工对 AI 的

接受度、获取员工对 AI 的支持,以提升 AI 在工作场所的应用效果,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

关注的重要问题。
企业实施 AI 会导致组织运转模式甚至组织形态的重构,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变革 (苏竣等,

2021) [8] 。 而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可以理解为员工积极响应和推动企业实施 AI 这一变革的行动

(Giangreco 和 Peccei,2005 [9] ;Kim 等,2011 [10] ),如主动使用 AI(Hampel 和 Sassenberg,2021) [11] 、与
企业共同克服 AI 相关的技术难题 ( Zhu 等,2020) [12] 以及帮助同事适应 AI 带来的工作变化等

( Jaiswal 等,2022) [13] 。 根据组织变革文献的观点,员工之所以不支持组织变革,往往是由于变革

引发了他们关于工作被替代等权益损失的风险感知( Schumacher 等,2016) [14] ,而这种风险感知的

“元凶”之一正是企业在变革过程中对于员工参与的忽视(Choi,2011) [15] 。 在企业实施 AI 的过程

中,员工参与也同样重要(Wilson 和 Daugherty,2018 [16] ;Charlwood 和 Guenole,2022 [5] )。 尽管 AI 大
规模替代就业和损害员工权益等现象并未真实发生,但是员工对此缺少足够了解 ( Jaiswal 等,
2022) [13] ,关于 AI 威胁论、AI 技术伦理危机等负面信息广为传播。 如果企业在实施 AI 的过程中

未曾与员工充分共享信息、亦很少征询员工的意见与建议,很可能增加员工在工作中的不安全感受

(Makarius 等,2020) [17] ,或者令员工将 AI 视为企业监视和控制员工工作的手段 ( Charlwood 和

Guenole,2022) [5] ,由此产生强烈的风险感知,进而减少对于 AI 的支持行为(Hampel 和 Sassenberg,
2021) [11] 。 相反,如果企业能够与员工共同商讨如何实施 AI、通过信息共享和意见征询等多种方

式提高员工的参与度,就有利于帮助员工更客观地了解企业实施 AI 的改善目的和更清晰地认识

AI 带来的积极变化(Chowdhury 等,2022) [18] ,此时员工对 AI 的风险感知会得到有效缓解,进而表

现出更多的 AI 支持行为(Zhu 等,2020) [12] 。 由此可见,员工参与 AI 实施过程是影响其 AI 支持行

为的重要潜在因素。 在组织变革研究中,员工参与组织变革过程是指员工有机会了解组织变革并

表达意见的程度(Wanberg 和 Banas,2000 [19] ;Straatmann 等,2016 [20] )。 根据这一定义,本文将员工

参与 AI 实施过程界定为员工有机会了解 AI 实施情况并表达意见的程度(以下简称员工参与)。
现有研究虽然呼吁要加强对员工参与的关注,并描述了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促进作用

(Brougham 和 Haar,2020 [21] ;Paluch 等,2022 [7] ),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还缺少系统考察。 在此情

况下,亟需通过实证研究为员工参与和员工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提供证据。 基于

此,本文将深入探讨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影响,并揭示其中的具体机制,以期丰富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和发生机制研究,并为企业有效管理员工 AI 支持行为提供切实指导。
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是一种理性的计划行为,只有在员工充分衡量 AI 实施带来的风险之后才

会发生(Pal 等,2021 [22] ;Chowdhury 等,2022 [18] )。 根据前文分析,企业对于员工参与变革过程的支

持是降低员工风险感知、促进员工理性计划和做出变革支持行为的重要因素 ( Straatmann 等,
2016) [20] 。 为此,本文从组织变革视角出发,在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下对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

间的关系进行剖析。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计划行为受到个体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三种

心理因素的驱动(Ajzen,1991) [23] 。 通过提高员工参与,有利于促进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增加

员工对于 AI 实施目的和预期效果的积极评价( Ivanov 等,2020) [24] ,这能够改善员工对 AI 支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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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态度;通过提高员工参与,有助于员工认识到企业实施 AI 的迫切性以及企业对获取其支持的

期许(Sowa 等,2021) [25] ,这会增强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 与此同时,员工在参与的过程

中能够感受到自身在企业中的影响力(Straatmann 等,2016) [20] ,这可以提升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

行为控制。 在积极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共同影响下,员工对于 AI 实施风险的认知会降低,
AI 支持行为会增加。 因此,本文认为员工参与可以通过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

为控制三种心理计划过程共同促进员工对 AI 的支持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良好的氛围塑造和工作场所道德建设能够潜移默化地改

善员工的计划行为(Singh 等,2021) [26] 。 伦理氛围作为员工对企业道德表现所达成的共识,在改善

员工变革认知和变革行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高水平的伦理氛围能够向员工传递企业的变革管

理措施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信号,此时员工会相信企业不会违背其做出的管理承诺,进而对企业变革

表现出更多支持(Sharif 和 Scandura,2014) [27] 。 在 AI 实施过程中,企业的道德表现对于员工坚定

支持 AI 的信心也十分关键。 一些企业在实施 AI 之后,过于追求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控制,由此引

发的就业危机和数据控制等问题受到热议(Charlwood 和 Guenole,2022) [5] 。 在此背景下,员工迫切

需要从企业的道德表现中获取更多线索,以确保企业在引入 AI 之后还能够坚守公平正义和保持真

诚,这对于提升员工参与对员工心理计划过程和 AI 支持行为的作用效果是十分有利的。 具体地,
在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出于对企业道德表现的一贯认同,员工能够形成企业关于 AI 的管理

举措是正当和合意的信号感知,此时其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加信任企业、心理计划过程得到促进,进
而会增强 AI 支持行为。 相反,在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对于企业道德表现的评价不够积

极,这向员工发出企业在引入 AI 之后可能违背技术伦理和管理规范的信号,此时即使增加员工参

与,也无法削弱员工的风险顾虑,导致员工心理计划过程和 AI 支持行为的效果不佳。 由此,本文引

入企业伦理氛围作为边界条件。
总的来说,本文将员工参与作为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前置因素,将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

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作为中介变量、企业伦理氛围作为调节变量,构建员工参与影响员工 AI 支持

行为的整合模型。 为确定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提高研究模型的可信度以及对

实践的解释力度,本文采用情景实验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多研究设计和多样本方法检验研究模型

(杨陈等,2018) [28] 。 其中,研究 1 采用情景实验法,对员工参与和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因果关系以

及企业伦理氛围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研究 2 则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对整个研究模型进行

检验。
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首先,通过探索员工参与和员工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关系,不仅延伸了传

统组织变革的研究成果,而且补充了企业和员工应对 AI 的文献,响应了研究者对于“关注 AI 对企

业和员工影响”的广泛呼吁(Pereira 等,2023 [29] ;朱晓妹等,2021 [30] )。 其次,从组织变革和计划行

为理论视角揭示员工参与影响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作用机制,不仅回答了“员工参与如何影响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问题,同时也拓展了计划行为理论的应用范围,为后续研究提供可借鉴的理论思

路。 最后,将企业伦理氛围纳入理论模型,分析企业伦理氛围对于员工理性计划的调节作用,推动

了对于员工 AI 支持行为产生机制的整体认识,也回应了研究者对于“科技伦理”和“管理伦理”的

殷切关注(黎常和金杨华,2021) [4] 。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员工参与和员工 AI 支持行为

Hampel 和 Sassenberg(2021) [11] 研究指出,员工对 AI 实施情况的掌握是推动员工“拥抱”AI 的

关键。 通过参与 AI 实施过程,员工能够更好地掌握 AI 的实施情况,对于 AI 的认识也更加全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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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利于缓解员工对于 AI 实施的顾虑,避免因信息沟通不畅而产生误解,也能增进员工与企业

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得员工对企业实施 AI 表现出更多的支持。
首先,企业通过赋予员工参与的机会,能够让员工感受到企业实施 AI 的决策与安排是公开和

透明的(O􀆳Connor 和 Crowley-Henry,2019) [31] ,员工得以充分获取关于 AI 的知识和信息,了解到企

业实施 AI 的真实意图,这有利于减少小道消息等非正式渠道的负面信息造成的心理压力(Oreg 和

Berson,2019) [32] ,此时员工会增加对 AI 的支持行为,积极投入到 AI 的使用中去 ( Hampel 和

Sassenberg,2021) [11] 。 其次,员工在参与的过程中有机会针对工作保障等问题发表看法,通过建言

争取自身的合理权益;由此,AI 实施项目中潜在的不利因素被提前识别并处理,能够在更大程度上

缓解员工的顾虑,从而获得更高水平的员工支持(隆云滔等,2020) [33] 。 最后,企业允许员工参与并

充分征询员工意见,向员工传递了企业重视员工主体地位的信息(Harney 等,2018) [34] ,而员工在

与企业就 AI 实施的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的过程中,能够与管理层达成更多共识,进一步感到

被尊重和认可,此时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从心理上愿意接受企业实施 AI 的决策(谢

小云等,2021) [35] ,进一步地,员工会从整体利益视角出发,主动帮助企业分析 AI 运行中存在的潜

在问题(Zhu 等,2020 [12] ;Chowdhury 等,2022 [18] ),并帮助同事应对 AI 带来的工作要求( Jaiswal 等,
2022) [13] ,以支持企业实施 AI、助力企业实现更好的发展。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员工参与能够促进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
2. 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

(1)员工参与、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与 AI 支持行为。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态度是指个体

对实施特定行为的评价,取决于该行为带来的结果的好坏;个体对实施特定行为的结果预期越积

极,相应的态度越乐观,对于特定行为的实施水平就越高(Conner 和 Armitage,1998) [36] 。 遵循这一

理论观点,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取决于其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结果预期,当员工预期支持企业

实施 AI 能够带来更少的消极结果和更多的积极结果时,便会对 AI 支持行为产生乐观的态度,因此

会增加对 AI 的支持行为。 因此,本文认为员工参与可以从缓解员工对 AI 实施的消极结果预期以

及提升员工对 AI 实施的积极结果预期两方面增加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积极态度,进而促进员工

的 AI 支持行为。
首先,尽管广泛流传的 AI 大规模替代人类就业的现象并未真实发生,但是员工对于 AI 的态度

却依然不够乐观,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员工对于企业实施 AI 的目的并不清晰( Ivanov 等,2020 [24] ;
Jaiswal 等,2022 [13] ),这容易导致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带来的结果做出错误的判断。 员工通过参

与并和企业进行充分沟通,能够正确理解企业实施 AI 的目的,相信企业实施 AI 旨在提升经营效益

和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人”依然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Vrontis 等,2022) [37] 。 此时,员
工对于 AI 实施后引发的就业替代、工作监控等消极结果预期会降低,对支持 AI 实施的态度更加积

极(Pereira 等,2023) [29] 。 其次,员工在参与 AI 实施的过程中,对于 AI 作用的积极结果预期也会得

到加深。 例如,通过企业对 AI 相关知识的讲解和专业介绍,员工会意识到 AI 不仅能为企业带来更

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有助于拓展人体机能,帮助员工从单调和繁复的工作任务中解脱,使其有更多

的时间和机会去感受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获取愉快的工作体验(毛宇飞和胡文馨,2020) [38] 。
基于 AI 在提升企业效益和增强员工工作福祉上的潜能,员工对于支持 AI 实施也会相应做出积极

评价(Hampel 和 Sassenberg,2021) [11] 。 当员工对于支持 AI 实施持有乐观的态度时,意味着其对于

AI 的风险认知得到了缓解,此时员工会有更大的热情响应企业实施 AI 的安排,甚至主动帮助企业

推进 AI 的实施(Conner 和 Armitage,1998) [36] 。 已有研究也表明,员工的积极态度是影响其支持组

织变革 ( 如 技 术 变 革 ) 的 重 要 心 理 因 素 ( Straatmann 等, 2016 [20] ; O􀆳Connor 和 Crowley-Henry,
2019 [31] )。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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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在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员工参与、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与 AI 支持行为。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所感受到

的实施特定行为的社会压力,取决于重要他人对于个体实施该行为的期待;当个体认为重要他人期

待自己做出某一行为时,其对于实施该行为的主观规范便会增强,进而会做出相应的行为表现

(Ajzen,1991) [23] 。 在本文中,企业、领导以及同事是影响员工做出 AI 支持行为决策的重要主体,
员工在参与的过程中,会认识到企业、领导以及同事对其 AI 支持行为的期待,这能够提升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进而增加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
首先,员工与企业之间针对 AI 实施问题的沟通和协商,有助于员工认识到在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企业实施 AI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徐鹏和徐向艺,2020) [3] ,此时员工会对企业的经营焦虑感同

身受,体会到企业对其 AI 支持行为赋予重大期待(Malik 等,2022) [39] 。 当员工意识到自己承担着

与企业共渡难关的重要责任后,对于支持 AI 实施的主观规范便会得到提高 ( Straatmann 等,
2018) [40] 。 其次,企业为员工提供参与机会、向员工征询 AI 实施的意见是尊重员工的重要表现,为
了回馈企业的尊重,员工会认为自己应该为企业着想,进而感受到支持 AI 实施的压力、形成相应的

主观规范(Straatmann 等,2016) [20] 。 最后,员工在参与的过程中,还能够了解到领导或同事对其实

施 AI 支持行为的期待。 当发现领导或同事表现出支持企业实施 AI 的倾向时,员工便会认为他们

也希望自己能够给出一致的反应,进而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会得到提升 ( Bakari 等,
2017) [41] 。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对于特定行为的主观规范越强,做出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Ajzen,2002) [42] 。 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使其认识到,自己应该以大局为重,与大家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仅自己要配合 AI 的使用,也要与同事携手共进,努力帮助企业落实 AI 的
实施、 迎 接 数 字 化 转 型 的 挑 战 ( Zhu 等, 2020 [12] ; Hampel 和 Sassenberg, 2021 [11] ; Jaiswal 等,
2022 [13] )。 简言之,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会弱化员工的风险认知,进而增加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 此外,在主观规范的推动下,员工也会认为,如果不支持企业实施 AI,可能会引发企业

以及同伴的失望,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员工也会和企业、领导以及同事形成合力,共同推动 AI 的实

施( Jimmieson 等,2008) [43] 。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在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员工参与、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与 AI 支持行为。 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实施特

定行为的掌控感,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用于实施该行为的机会和能力;当个体认为自己有机会和能

力做出某一行为时,对于该行为的控制感知便会增强,其相应的行为表现也会得以提升 ( Ajzen,
2002) [42] 。 根据这一理论依据,本文认为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取决于其对于实施 AI
行为所拥有的机会和能力的判断,员工参与可以从增加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机会和提升员工 AI 支

持行为的能力两方面强化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控制,进而促进 AI 支持行为。
从增加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机会来看,员工参与可以看作是企业对员工的机会给赋,通过这些

机会,员工能够自主地表达对于 AI 实施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进一步地,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

的行为控制会得到提高(Brougham 和 Haar,2020) [21] 。 从提升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能力来看,AI 在

工作场所 的 顺 利 实 施 和 成 功 应 用 需 要 员 工 以 专 业 化 的 知 识 和 能 力 来 应 对 ( Chowdhury 等,
2022) [18] ,员工通过参与,能够提前了解 AI 实施对员工能力的具体要求,进而判断自己目前的知识

水平和能力结构是否相适应( Jaiswal 等,2022) [13] 。 当员工认识到自身能力与 AI 实施的要求不匹

配时,可以通过参与及时向企业反映,企业也能够针对员工的具体需要开展相应的技能培训(胡晟

明等,2021) [44] ,在能力提升和匹配的过程中,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自然会得以增强。
计划行为理论指出,行为控制增加了个体掌控行为发展方向的信心,对于增进个体行为表现至关重

要(Conner 和 Armitage,1998) [36] 。 对应到本文中,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有利于增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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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对于把控 AI 实施风险的信心,进而促进其 AI 支持行为。 具体来说,当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

行为控制水平较高时,会相信自己能够适应和胜任 AI 实施带来的工作变化和工作要求(朱晓妹

等,2021) [30] ,这有利于缓解员工被 AI 替代的风险感知。 此外,具有高水平行为控制的员工更倾向

将 AI 视为工作的协助者而非控制者(Sowa 等,2021) [25] ,这有利于降低员工受到 AI 监控的风险感

知。 在此情况下,员工会支持企业实施 AI。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在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 企业伦理氛围的调节作用

企业伦理氛围是指员工对于企业伦理表现的共同认知,包括伦理实践和伦理规范等(Martin 和

Cullen,2006) [45] 。 在组织变革过程中,企业良好的伦理表现对于员工坚定变革信心尤为重要

(Sharif 和 Scandura,2014) [27] 。 特别是对于实施 AI 项目而言,如果员工感知到企业能够遵守道义,
就会加强员工对企业实施 AI 的认可和信心,相信企业即使引入了 AI,也不会违背对员工的管理承

诺,这有利于强化参与管理对 AI 支持行为的作用效果。 由此,本文认为,企业伦理氛围有助于增进

员工参与对其心理计划过程的提升作用,在更大程度上缓解员工对 AI 的风险认知,进而充分激发

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
首先,在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会认为企业的决策以及政策的制定是合乎道德标准

的,这向员工传递出企业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信号(李建玲和刘善仕,2017) [46] 。 在信任的基础

上,员工会更加认可企业的 AI 参与管理,并抱持更大的热情参与企业的协商和讨论,在这一过程

中,员工会产生更积极的 AI 支持态度,这意味着员工对于 AI 实施风险的感知也进一步降低。 相

反,在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会对企业道德表现持有怀疑态度(王冬冬和何洁,2019) [47] 。
此时员工对于企业的 AI 参与管理也会表现出担忧,甚至认为企业的参与管理传递了“图谋不轨”
的信号,当企业获取员工支持并成功实施 AI 后,很有可能背信弃义,将员工置于被 AI 替代或是被

AI 控制的不利境地。 因此,在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积极态度也会

降低。
其次,在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对于履行道义准则更为看重,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企

业的伦理要求,并回馈企业的尊重和关怀(蒋瑞和林新奇,2020) [48] ,这有利于增强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的影响。 相反,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有可能激活员工的自我导向机制,
即当员工感知工作场所缺乏伦理规范时,其对于规则、义务等的重视程度就会降低,自我服务意识

增强(Martin 和 Cullen,2006) [45] ,即使员工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企业以及同伴对其 AI 支持行为赋

予期望,也会坚持自身利益为中心,较少产生“应该”支持的压力感知。
最后,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意味着企业不仅看重取得成功的结果,而且关心获取成功的方式

和过程(Decoster 等,2021) [49] 。 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会形成企业重视其在 AI 实施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的信号感知,即企业会重视员工的参与和价值,愿意赋予员工更多的机会,并在更大程度上帮

助员工提升适应 AI 的能力。 基于这种信念,员工在参与的过程中会对 AI 支持行为产生更多的行

为控制。 然而,在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会认为企业只在意获取成功,而不考虑获取成功

的过程(Decoster 等,2021) [49] ,此时员工即使参与了企业实施 AI 的决策、计划等过程,也不相信自

己能够真正把控 AI 实施的风险,进而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也会相应降低。 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H5:企业伦理氛围调节了员工参与对员工心理计划过程的影响,与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相

比,在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正向

影响更强。
如前文所述,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心理计划过程在员工参与和员工 AI 支持行为之间发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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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作用,同时企业伦理氛围对员工参与和员工心理计划过程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

假设,本文认为员工参与通过心理计划过程对 AI 支持行为的间接作用受到企业伦理氛围的影响,
即企业伦理氛围能够调节员工参与通过心理计划过程对 AI 支持行为的中介机制。 当员工感知到

较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时,会更加信任企业的 AI 参与管理、认可 AI 参与管理传达的道义信念,
同时对于自己在参与过程中的价值和能力也充满信心,此时,员工会对 AI 支持行为产生更高水平

的积极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相应地,员工对于 AI 实施的风险认知会降低,对于 AI 的支持行

为会增多。 反之,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向员工传递了与员工参与不一致的线索,员工对于企业的

AI 参与安排会表现出不信任、对于 AI 参与安排所强调的义务和责任的重视程度会降低,同时对于

自身在 AI 实施过程中的价值和能力会产生怀疑,此时,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

行为控制会被削弱,对于 AI 实施的风险意识会增加,进一步地,员工会较少做出 AI 支持行为。 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企业伦理氛围调节了员工心理计划过程在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企业

伦理氛围水平越高,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越强。
综上,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 研究 1:情景实验

1. 研究方法

(1)研究样本。 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AI 具有类人化的学习和思维能力,这使得 AI 对就业影

响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其在服务业的广泛应用,如智能客服、智能导购等(Huang 和 Rust,2018) [50] 。
因此,本文选取来自服务业并且在工作中接触 AI 的员工为调研对象。 为了保证样本量以及样本特

征的多样性,与问卷平台合作,在网上招募符合样本要求的志愿者。 该平台用户均为实名注册,并
通过被试信用分数控制被试质量,为问卷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同时,该平台允

许调研者在后台系统中通过限定 IP 地址以及用户账号等方式减少被试重复作答的风险。 在测试

之前,向被试说明研究目的并保证参与匿名性,以提升实验质量。 最终共有 202 名被试参与实验,
剔除填答不完整、填答不认真的样本后,获得 175 个有效样本,分布于餐饮、交通运输、金融和信息

技术等不同的服务行业。 其中,男性 61 名,女性 114 名;年龄主要集中在 30 岁以下,占比

73. 143% ;大专及以下学历占 40%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60% 。
(2)实验设计与程序。 采用 2(员工参与:高 vs 低) × 2(企业伦理氛围:高 vs 低)被试间实验设

计,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四个实验情景中。 实验文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情景测试,包含实

验指导语、情景材料和相关的测量题项(员工参与和企业伦理氛围的操纵性检验,员工对 AI 支持

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AI 支持行为)。 第二部分为基础测试,主要用于收集被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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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统计学信息。 本研究的情景设定为一家名为 HZ 的餐饮企业,被试扮演该企业的一名服务员。
实验程序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向被试介绍 HZ 公司的基本信息,并向被试说明 HZ 公司在 AI
实施过程中的高程度或低程度的员工参与;接受完实验处理后,被试填答问卷,汇报感知的员工参

与水平,用以检验操纵有效性。 其次,向被试说明 HZ 公司高程度或低程度的伦理表现;接受完实

验处理后,被试填答问卷,汇报感知的企业伦理氛围水平。 根据彭坚等(2020) [51] 的研究,选取一半

被试先接受员工参与的实验操纵,之后再接受企业伦理氛围的实验操纵;另一半被试先接受企业伦

理氛围的实验操纵,之后再接受员工参与的实验操纵。
(3)实验操纵。 员工参与的操纵结合已有研究中的材料编制方法 ( Raub,2017 [52] ;彭坚等,

2020 [51] )以及员工参与的概念和测量量表(Bouckenooghe 等,2009) [53] 进行编制。 具体实验材料是

(括号里对应低水平员工参与的操纵):近期,HZ 公司决定实施 AI 点单系统。 在 AI 点单系统的实

施过程中,HZ 公司非常(并不)重视员工的参与,定期(不会)向员工公开 AI 点单系统实施进展的

各方面信息,充分(没有)咨询员工关于 AI 点单系统实施的建议,也常常(没有)组织部门领导与员

工沟通公司关于 AI 点单系统实施的相关政策。 为了帮助被试更快更好地沉浸角色,在文字实验材

料之后向其列示了两张餐饮企业实施 AI 点单系统的图片。
企业伦理氛围的操纵根据 Decoster 等(2021) [49] 的实验研究编制,具体是(括号里对应低水平

伦理氛围的操纵):在 HZ 公司中,大家都很(都不)注重按照道德规范做事,对于道德规范非常(并
不)尊重。 在决定要做什么事之前,大家十分(不会)关心这件事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事实上,在
HZ 公司中,成功不仅(只)取决于结果,还(而不是)取决于获取这些结果的方式。

(4)测量工具。 员工参与的操纵检验工具。 采用 Bouckenooghe 等(2009) [53] 的量表,共 6 个题

项,如“我会定期收到 HZ 公司关于 AI 实施进展的通知”,Cronbach􀆳s α = 0. 967。
企业伦理氛围的操纵检验工具。 采用 Decoster 等(2021) [49] 改编的量表,共 3 个题项,如“在

HZ 公司中,大家都尽可能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做事”,Cronbach􀆳s α = 0. 930。
员工对 AI 支持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 采用 Straatmann 等(2018) [40] 的量表,其中,员

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 4 个题项,如“我认为支持公司实施 AI 是有益的”,Cronbach􀆳s α = 0. 890;
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 4 个题项,如 “我所在的部门提倡大家支持公司实施 AI”,
Cronbach􀆳s α = 0. 891;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 4 个题项,如“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支持公司实

施 AI”,Cronbach􀆳s α = 0. 881。
AI 支持行为。 改编自 Giangreco 和 Peccei(2005) [9] 的量表,共 7 个题项,如“我积极配合公司

实施 AI”,Cronbach􀆳s α = 0. 890。
所有测量量表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从“1 = 非常不同意”到“5 = 非常同意”。
2. 研究结果

(1)操纵有效性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高员工参与组被试汇报的员工参与水平(n =
86,M = 4. 112,SD = 0. 628)显著高于低员工参与组(n = 89,M = 2. 564,SD = 1. 139),t(138) = 11. 181,
p < 0. 001,Cohen􀆳s d = 1. 904。 高企业伦理氛围组被试汇报的企业伦理氛围水平(n = 92,M = 4. 254,
SD = 0. 703)显著高于低企业伦理氛围组(n = 83,M = 2. 679,SD = 1. 241),t(127) = 10. 180,p < 0. 001,
Cohen􀆳s d = 1. 807。 由此可见,本研究对员工参与和企业伦理氛围的操纵较为有效。

(2)方差分析结果。 主效应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高员工参与组的 AI 支持行为显

著高于低员工参与组,高员工参与组的 AI 支持行为均值为 3. 791,低员工参与组的 AI 支持行为均

值为 3. 364,F(1,173) = 19. 917,p < 0. 001。 由此可见,高员工参与能够带来更多的 AI 支持行为。
因此,假设 H1 得到验证。

调节效应检验。 进行 2(员工参与:高 vs. 低) × 2(企业伦理氛围:高 vs. 低)的被试间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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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员工参与和企业伦理氛围的交互项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作用显著,F(1,173) =
13. 390,p < 0. 001,调节效应如图 2 所示。 当企业伦理氛围水平较高时,员工在高参与水平下展现的对

于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M = 4. 207,SD = 0. 690)显著高于低参与水平(M = 3. 728,SD = 0. 738)的情

况,F(1,90) = 10. 317,p < 0. 001。 当企业伦理氛围水平较低时,高员工参与组(M = 3. 850,SD =
0. 738)和低员工参与组(M = 3. 611,SD = 0. 880)在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上得分差异不显著,
F(1,81) = 1. 791,p = 0. 185。

员工参与和企业伦理氛围的交互项显著影响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F(1,173) =
11. 752,p < 0. 01,调节效应如图 3 所示。 当企业伦理氛围水平较高时,高员工参与组(M = 4. 109,SD =
0. 737)的主观规范得分显著高于低员工参与组(M = 3. 560,SD = 0. 837),F(1,90) = 11. 142,p < 0. 01。
当企业伦理氛围水平较低时,高员工参与组的主观规范得分(M = 3. 844,SD = 0. 774)与低员工参与组

的主观规范得分(M = 3. 552,SD = 0. 780)之间差异不显著,F(1,81) = 2. 915,p = 0. 092。

图 2　 企业伦理氛围在员工参与和员工对 　 　 　 图 3　 企业伦理氛围在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间的调节作用 　 　 　 　 　 　 　 行为的主观规范间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员工参与和企业伦理氛围的交互项显著影响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F(1,173) =
9. 782,p < 0. 01,调节效应如图 4 所示。 当企业伦理氛围水平较高时,员工在高参与水平下表现的

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 (M = 3. 891,SD = 0. 797 ) 显著高于低参与水平 (M = 3. 473, SD =
0. 810)的情况,F(1,90) = 6. 238,p < 0. 05。 当企业伦理氛围水平较低时,高员工参与组的行为控

制得分(M = 3. 488,SD = 0. 780)和低员工参与组的行为控制得分(M = 3. 361,SD = 0. 975)之间差

异不显著,F(1,81) = 0. 426,p = 0. 516。 由此可见,在高企业伦理氛围水平下,员工参与能够带来

更多的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即企业伦理氛围正向调节员工参与对员

工 AI 支持行为心理计划过程的影响。 因此,假设 H5 得到验证。

图 4　 企业伦理氛围在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间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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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 的结果为员工参与对 AI 支持行为的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因果证据,同时也支持了企业

伦理氛围在员工参和员工 AI 支持行为心理计划过程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文将在研究 2 中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法再次检验研究 1 的结论,同时对假设 H2、假设 H3、假设 H4 和假设 H6 进行验证。

四、 研究 2:问卷调查

1. 研究方法

(1)样本与程序。 如前文所述,由于 AI 在处理认知、关系等非常规任务上的突出优势,“人工

智能技术 + 传统服务业场景”已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Huang 和 Rust,2018) [50] 。 本研究延

续研究 1,继续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来自服务业且在工作中能够接触 AI 的员工,包括金融服务、餐饮

服务、零售等,委托问卷平台寻找并筛选符合调研要求的参与者进行线上答题。 本研究采取严格的

程序控制方法以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带来的干扰。 首先,改进量表题目。 在制定调查问卷的过程中,
邀请两位领域专家对量表题目进行评估,并根据他们的建议对量表题目的逻辑、表述等进行完善。
其次,打乱和平衡题项顺序,以减少被试对测量目的的猜测。 最后,在问卷首页强调调查的匿名性

和学术性,以减少被试的恐惧心理,提高答题的真实性。 本次调研共回收 443 份数据,依靠问卷平

台的智能识别技术,对答题时间过短、作答结果一致性程度高等数据予以删除,最终获得 386 份有

效样本,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87. 133% 。 为了避免出现实验和问卷重复填答的问题,通过平台提

供的地理位置、用户标识、昵称以及 IP 地址等字段对两次回收的问卷进行比对,结果没有发现重复

填写的情况。 在 386 份有效样本中,女性占 67. 617% ;年龄以 30 岁及以下为主,占 70. 207% ;学历

主要为大专和本科,占 77. 979% ;蓝领工人占 19. 430% ,白领工人占 80. 57% ;在工作职位方面,
56. 218% 为普通员工,26. 684% 为基层管理者,17. 098% 为中层及以上管理者;工作时间主要集中

在 1 ~ 5 年,占 62. 953% 。
(2)测量工具。 问卷均使用 Likert 5 点量表,其中 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员工参与。 与研究 1 相同,采用 Bouckenooghe 等(2009) [53] 的量表,Cronbach􀆳s α = 0. 927。
企业伦理氛围。 与研究 1 相同,采用 Decoster 等(2021) [49] 改编的量表,Cronbach􀆳s α = 0. 811。
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 与研究 1 相同,采用 Straatmann 等

(2018) [40] 的量表。 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 889、0. 891 和 0. 901。
AI 支持行为。 与研究 1 相同,采用 Giangreco 和 Peccei(2005) [9] 的量表。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14。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 (Huang 和 Rust,2018 [50] ;Lingmont 和 Alexiou,2020 [54] ;Paluch

等,2022 [7] ;Pereira 等,2023 [29] ),控制了可能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产生影响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
学历、工作类型、工作职位和工作年限。

2. 研究结果

(1)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 Mplus 7. 4 对员工参与、企业伦理氛围、员工

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和 AI 支持行为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通过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六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 ( χ2 = 1050. 379,df = 335,χ2 / df = 3. 135,
RMSEA = 0. 074,CFI = 0. 914,TLI = 0. 903,SRMR = 0. 044)达到判定标准,且明显优于其他测量模

型。 这说明员工参与、企业伦理氛围、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和 AI 支持行

为是六个相互独立的构念,各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区分效度。
本研究问卷题项均由员工自评且在同一时间点获取,为确保研究结果不受共同方法偏差的严

重影响,需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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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14% ,未达到总解释量(70. 903% )的一半,初步表明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

题。 此外,采用不可测量潜在因子效应控制的方法,在六因子结构的基础上,增加共同方法因子,构
建一个七因子模型结构。 通过对比潜在方法因子控制前后的模型,RMSEA、CFI、TLI 和 SRMR 的变

化均小于 0. 02,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测量模型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进一步说明样本数据不存

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谢宝国和龙立荣,2008) [55] 。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 / df RMSEA CFI TLI SRMR

六因子模型 a 1050. 379 335 3. 135 0. 074 0. 914 0. 903 0. 044
四因子模型 b 1582. 439 344 4. 600 0. 097 0. 851 0. 836 0. 056
三因子模型 c 1956. 038 347 5. 637 0. 110 0. 806 0. 789 0. 076
二因子模型 d 3016. 320 349 8. 643 0. 141 0. 678 0. 652 0. 101
单因子模型 e 3413. 357 350 9. 752 0. 151 0. 631 0. 601 0. 107

　 　 注:N = 386;a 假设的六因子模型;b 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合并为一个因子;b 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

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合并为一个因子;c 企业伦理氛围、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合并为一个因子;d 员工参

与、企业伦理氛围、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合并为一个因子;e 六个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

(2)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2 列示了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可以看

出,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符合理论预期。
表 2 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性别

2. 年龄 -0. 192∗∗∗

3. 学历 - 0. 094 - 0. 002
4. 工作类型 - 0. 018 - 0. 012 0. 424∗∗∗

5. 工作职位 -0. 296∗∗∗ 0. 234∗∗∗ 0. 119∗ 0. 235∗∗∗

6. 工作时间 -0. 110∗ 0. 490∗∗∗ 0. 111∗ 0. 069 0. 269∗∗∗

7. 员工参与 - 0. 013 - 0. 008 -0. 146∗∗ -0. 110∗ 0. 148∗∗ 0. 125∗

8. 伦理氛围 0. 025 0. 019 - 0. 087 - 0. 020 - 0. 011 0. 103∗ 0. 500∗∗∗

9. 态度 - 0. 053 - 0. 046 - 0. 034 0. 025 0. 121∗ 0. 107∗ 0. 381∗∗∗ 0. 355∗∗∗

10.主观规范 0. 000 0. 060 - 0. 028 - 0. 061 0. 047 0. 127∗ 0. 467∗∗∗ 0. 385∗∗∗ 0. 679∗∗∗

11.行为控制 - 0. 041 0. 071 - 0. 059 - 0. 072 0. 144∗∗ 0. 178∗∗ 0. 538∗∗∗ 0. 311∗∗∗ 0. 635∗∗∗ 0. 706∗∗∗

12.支持行为 - 0. 062 0. 069 -0. 109∗ - 0. 058 0. 162∗∗ 0. 209∗∗∗ 0. 510∗∗∗ 0. 328∗∗∗ 0. 692∗∗∗ 0. 668∗∗∗ 0. 701∗∗∗

均值 1. 680 2. 040 2. 620 1. 810 1. 640 2. 150 3. 511 3. 969 4. 028 3. 872 3. 717 3. 663
标准差 0. 469 0. 937 0. 824 0. 396 0. 830 0. 749 0. 939 0. 757 0. 735 0. 770 0. 837 0. 737

　 　 注:N = 386;∗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性别 1 = 男,2 = 女;年龄 1 = 18 ~ 25 岁,2 = 26 ~ 30 岁,3 = 31 ~ 40 岁,4 = 41 ~

50 岁,5 = 51 岁及以上;学历 1 = 高中、中专及以下,2 = 大专,3 = 本科,4 = 研究生;工作类型 1 = 蓝领,2 = 白领;工作职位 1 = 普通

员工,2 = 基层管理者,3 = 中层管理者,4 = 高层管理者;工作时间 1 = 1 年以下,2 = 1 ~ 5 年,3 = 6 ~ 10 年,4 = 10 年以上

此外,部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 6 以上,说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遵循现有文

献的一般做法(Eggers 和 Suh,2019 [56] ;Chandler 等,2020 [57] ),本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 结果

表明,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 2. 546,远小于 10 的临界值标准 ( Gujarati 和 Porter,
2009) [58] 。 因此,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对本文研究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3)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 Mplus 7. 4 对主效应和中介假设进行检验。 首先,检验员工参与对

AI 支持行为的直接影响。 结果表明(如表 3 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工作类型、工作职位

和工作时间后,员工参与对 AI 支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 473,SE = 0. 050,p < 0. 001),
95% 置信区间(95% CI)为[0. 371,0. 567],不包含 0。 因此,假设 H1 得到支持。

其次,检验员工心理计划过程的中介作用: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的中介作用。 由表 3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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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 β = 0. 381,SE = 0. 047,p < 0. 001),
95% CI 为[0. 286,0. 468],不包含 0;与此同时,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对 AI 支持行为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β = 0. 377,SE = 0. 061,p < 0. 001),95% CI 为[0. 260,0. 496],不包含 0。 总体来看,员工

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在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β = 0. 144,SE = 0. 029,p <
0. 001),95% CI 为[0. 092,0. 208],不包含 0。 因此,假设 H2 得到验证。

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 一方面,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

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 467,SE = 0. 045,p < 0. 001),95% CI 为[0. 370,0. 552],不包含 0;另一

方面,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对 AI 支持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 192,SE = 0. 078,p <
0. 05),95% CI 为[0. 037,0. 345],不包含 0。 总体来看,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在员工参与

和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β = 0. 090,SE = 0. 038,p < 0. 05),95% CI 为[0. 018,0. 169],
不包含 0。 因此,假设 H3 得到验证。

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 首先,员工参与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对 AI 支

持行为的行为控制(β = 0. 538,SE = 0. 047,p < 0. 001),95% CI 为[0. 436,0. 621],不包含 0;其次,
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能够正向影响 AI 支持行为 ( β = 0. 298,SE = 0. 074,p < 0. 001),
95% CI 为[0. 153,0. 440],不包含 0。 总体来看,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在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β = 0. 160,SE = 0. 041,p < 0. 001),95% CI 为[0. 085,0. 244],不包

含 0。 因此,假设 H4 得到验证。
表 3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系数 标准误(SE) 95% CI

员工参与→AI 支持行为 0. 473∗∗∗ 0. 050 [0. 371,0. 567]
员工参与→态度 0. 381∗∗∗ 0. 047 [0. 286,0. 468]
员工参与→主观规范 0. 467∗∗∗ 0. 045 [0. 370,0. 552]
员工参与→行为控制 0. 538∗∗∗ 0. 047 [0. 436,0. 621]
态度→AI 支持行为 0. 377∗∗∗ 0. 061 [0. 260,0. 496]
主观规范→AI 支持行为 0. 192∗ 0. 078 [0. 037,0. 345]
行为控制→AI 支持行为 0. 298∗∗∗ 0. 074 [0. 153,0. 440]
员工参与→态度→AI 支持行为 0. 144∗∗∗ 0. 029 [0. 092,0. 208]
员工参与→主观规范→AI 支持行为 0. 090∗ 0. 038 [0. 018,0. 169]
员工参与→行为控制→AI 支持行为 0. 160∗∗∗ 0. 041 [0. 085,0. 244]

　 　 注:N = 386;∗ p < 0. 05,∗∗∗ p < 0. 001;Bootstrapping = 5000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进一步地,检验企业伦理氛围在员工参与和员工心理计划过程之间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员
工参与和企业伦理氛围的交互项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 β = 0. 115,SE = 0. 042,p < 0. 01,95%
CI = [0. 032,0. 200])、主观规范(β = 0. 174,SE = 0. 042,p < 0. 001,95% CI = [0. 092,0. 256])和行

为控制(β = 0. 169,SE = 0. 044,p < 0. 01,95% CI = [0. 082,0. 255])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

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相比,在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参与对员工心理计划过程的正向影

响更强。 因此,假设 H5 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说明调节效应,本研究绘制了简单斜率图来分析在不同水平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

参与对员工心理计划过程的影响差异,如图 5、图 6 和图 7 所示。 可以看出,在高水平的企业伦理

氛围下,员工参与对 AI 支持行为态度的影响较强 ( β = 0. 270, SE = 0. 051, p < 0. 001,95% CI =
[0. 175,0. 382]),在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参与对 AI 支持行为态度的影响较弱 ( β =
0. 116,SE = 0. 052,p < 0. 05,95% CI = [0. 015,0. 217])。 在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参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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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支持行为主观规范的影响较强( β = 0. 419,SE = 0. 051,p < 0. 001,95% CI = [0. 319,0. 519]),在
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参与对 AI 支持行为主观规范的影响较弱( β = 0. 187,SE = 0. 051,
p < 0. 01,95% CI = [0. 086,0. 288])。 同样地,员工参与对 AI 支持行为控制的影响在高企业伦理氛

围水平下(β = 0. 545,SE = 0. 054,p < 0. 001,95% CI = [0. 447,0. 651])也强于低企业伦理氛围水平

(β = 0. 321,SE = 0. 054,p < 0. 001,95% CI = [0. 215,0. 427])。

　 　 　 图 5　 简单斜率检验(1) 　 　 　 　 　 图 6　 简单斜率检验(2) 　 　 　 　 　 图 7　 简单斜率检验(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最后,检验企业伦理氛围对员工心理计划过程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即检验在不同水平企业伦

理氛围下,员工心理计划过程在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的差异性,结果如表 4 所

示。 由表 4 可知,在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的中介作用显著( β =
0. 092,95% CI = [0. 048,0. 148]),在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的中介

作用不显著(β = 0. 040,95% CI = [ - 0. 004,0. 091]),同时,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著( β = 0. 052,95%
CI = [0. 003,0. 113]);在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显

著(β = 0. 069,95% CI = [0. 015,0. 129]),在低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该中介作用水平有所降低

(β = 0. 031,95% CI = [0. 003,0. 068]),且在不同水平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

规范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差异(β = 0. 038,95% CI = [0. 006,0. 082]);同样地,当企业伦理氛围水平较

高时,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显著(β = 0. 129,95% CI = [0. 063,0. 205]),当企业

伦理氛围水平较低时,该中介作用虽然也显著(β = 0. 076,95% CI = [0. 034,0. 129]),但是与高水平企

业伦理氛围相比,明显较低(β = 0. 053,95% CI = [0. 012,0. 111])。 由此,假设 H6 得到支持。
表 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低水平企业伦理氛围

(低于一个标准差)
高水平企业伦理氛围

(高于一个标准差)
组间差异

系数 95% CI 系数 95% CI 系数[95% CI]

态度的中介作用 0. 040 [ - 0. 004,0. 091] 0. 092 [0. 048,0. 148] 0. 052[0. 003,0. 113]

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 0. 031 [0. 003,0. 068] 0. 069 [0. 015,0. 129] 0. 038[0. 006,0. 082]

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 0. 076 [0. 034,0. 129] 0. 129 [0. 063,0. 205] 0. 053[0. 012,0. 111]

　 　 注:N = 386;Bootstrapping = 5000

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AI 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诸多变革机遇和动力。 然而,企业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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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AI 的过程中经常面临员工不理解和不支持的状况,导致 AI 的操作化效果并不理想(Chowdhury
等,2022) [18] 。 本文围绕企业实施 AI 如何获取员工支持的问题,探讨了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

为的影响,并从组织变革和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揭示了这一影响的作用机理和边界条件。 以工作

中接触 AI 的服务业员工为对象,综合运用情景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研究

结果表明:员工参与能够促进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员工在参与过程中,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
观规范和行为控制三种心理计划因素会得到提升,这意味着员工对于 AI 实施风险的认知得到改善,
进而 AI 支持行为有所增加;企业的伦理表现能够正向调节员工参与对员工心理计划过程的影响。 相

较于低水平企业伦理氛围,在高水平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对于企业的参与管理会更加信任和认同,
这有利于增强员工参与对于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促进作用,使得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进一步增加。 这说明企业在实施 AI 的过程中,要注重道德设计、加强管理伦理,努力塑造

负责任的雇主形象,提升员工对 AI 以及对组织的信任,进而充分激发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
2. 理论贡献

(1)探索了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影响,丰富了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前因变量研究。
员工支持对于企业成功实施 AI 至关重要(Hampel 和 Sassenberg,2021) [11] ,但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

影响因素研究并不多见。 尽管有研究者从组织变革的研究成果中寻找线索,指出员工参与对于促

进员工接受和支持 AI 十分关键(谢小云等,2021 [35] ;Paluch 等,2022 [7] )。 然而,这些认识多停留在

经验和理论层面的讨论,关于员工参与和员工 AI 支持行为之间关系的实证证据依然十分匮乏。 本

文基于已有文献观点,对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员

工参与是激发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重要途径。 在参与 AI 实施的过程中,员工能够更全面和客观的

认识 AI 实施的重要性,降低对企业实施 AI 的误解和偏见,同时协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人翁

意识也得以激发,进而做出更多的 AI 支持行为。 这表明企业要想成功实施 AI,就必须及时告知员

工有关 AI 实施的具体进展、尊重员工对于 AI 实施的意见,推动员工在认知上认同 AI 实施、在情感

上希望 AI 实施,进而外显在行为上支持 AI 实施。 研究结果为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影响

提供了实证支撑 ( Paluch 等,2022) [7] ,是将传统组织变革研究结果延伸至 AI 领域的有益尝试

(Straatmann 等,2016) [20] ,同时也响应了研究者对于关注员工在企业 AI 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积极

探索员工 AI 支持行为影响因素的呼吁(Malik 等,2022) [39] 。
(2)从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揭示了员工参与影响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中介机制,打开了员工参

与和员工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黑箱”。 基于其突出的思维和决策能力,企业实施 AI 被认为是威胁

人类工作的重要组织变革(Brougham 和 Haar,2020) [21] 。 尽管现阶段员工仍然是企业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引擎,企业希望实现员工与 AI 协同,而不是以 AI 替代员工( Jaiswal 等,2022) [13] ,但很多员

工由于不了解企业实施 AI 的真实意图以及 AI 的积极作用,对 AI 持有“敬而远之”的畏惧心理

( Ivanov 等,2020) [24] 。 因此,探讨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心理机制成为当前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

(Chowdhury 等,2022) [18] 。 鉴于 AI 实施的潜在替代和控制等风险,本文将 AI 支持行为视为一种计

划行为,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探讨了员工参与如何通过心理计划过程影响 AI 支持行为。 研究结果表

明,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心理计划过程包括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三个方面,员工参与有利于提

升员工对于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改善员工对于 AI 潜在风险的认知,进而促进

其 AI 支持行为。 本文通过揭示员工参与和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心理计划过程,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

激发路径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同时也为后续研究进一步厘清员工 AI 支持行为产生过程的其他机制奠

定了基础。 此外,Brougham 和 Haar(2020) [21] 指出,尽管 AI 的实施吸引了组织管理研究者的广泛关

注,但对于员工如何看待企业实施 AI 以及这种认知如何影响员工在企业实施 AI 过程中的行为表现,
学术界仍知之甚少。 本文引入计划行为理论,系统分析员工参与对员工认识企业实施 AI 以及支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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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施 AI 的影响,为员工的 AI 认知和行为反应研究提供了一个计划视角和计划分析框架。
(3)在计划行为理论的整体框架和组织变革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引入企业伦理氛围作为员工

参与效应的边界条件,这有助于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企业在实施 AI 过程中的两种应对措施(参
与安排和伦理建设)以何种形式共同影响员工的心理计划过程和 AI 支持行为,进而形成对 AI 支持

行为发生机制的完整认知。 AI 在提升工作场所效率的同时,也对企业的管理伦理形成了巨大挑战

(黎常和金杨华,2021) [4] 。 由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呼吁要关注企业在实施 AI 过程中的伦理表现,
并分析其对员工心理和行为反应的影响(Kelley,2022) [59] 。 为了回应这一呼吁,本文将企业伦理

氛围纳入研究框架,探讨了企业伦理氛围在员工参与影响员工 AI 支持行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研

究发现,在高水平的企业伦理氛围下,员工会认为企业在实施 AI 上的决策和政策是符合道义规范

的;此时,员工会更加认可企业的 AI 参与管理,进而对 AI 支持行为产生更积极的态度、更明确的主

观规范和更强的行为控制;在坚实的心理计划过程的支撑下,员工也会相应做出更多的 AI 支持行

为。 这说明,企业在引入 AI 提升效率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员工的实际参与,也要努力塑造“行为

善意”和 “公平正当” 的组织规范和工作环境,向员工传递积极的伦理信号 (徐鹏和徐向艺,
2020) [3] ,潜移默化地获取员工对其参与管理的信任与认同,使得员工在办公智能化和管理人性化

的工作环境中充分实现与 AI 的有机协同。 研究结果印证了企业的伦理表现对于其成功实施 AI 的
重要性(Kelley,2022) [59] ,为企业要兼顾技术引进与对员工进行伦理管理的学术讨论提供了实证

依据(Charlwood 和 Guenole,2022) [5] 。
3. 实践启示

为了适应数字化转型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将 AI 引入工作场所中。 然而,在管理实践中,企业的

AI 实施效果却并不理想(Makarius 等,2020) [17] 。 事实上,提升 AI 实施效果离不开员工的支持与配

合,只有促成员工与 AI 之间的协同共生,才能真正激发员工与 AI 的合作潜能,充分获取 AI 带来的技

术红利(Chowdhury 等,2022) [18] 。 本文通过揭示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
于提升员工 AI 支持行为、有效管理由员工和 AI 构成的混合型劳动力队伍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发:

(1)企业在实施 AI 的过程中要加强责任管理,不能只管机器不管人,而是要努力争取员工的

认可和支持,进而最大化激发人类智慧和人工智能的综合潜力。 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要保持

员工在 AI 实施和部署过程中的全面参与,从源头上消除员工对 AI 实施风险的戒备。 在实施 AI 的
过程中,企业不能将员工排斥在外,而是要重视员工的参与。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员工客观、准确认

识企业实施 AI 的目的,增加员工对于企业实施 AI 的好感和信任,避免员工“偏信则暗”,对企业技

术转型意图造成误解,进而消极应对 AI 的实施、做出不配合和不支持的行为。 具体地,企业要制定

完善、全面的员工参与政策,如在引入 AI 之前,邀请员工代表参与企业的决策会议,了解员工对于

企业实施 AI 的意见和建议,进而缓解员工对于企业实施 AI 的疑虑和担忧。 在引入 AI 的过程中,
及时向员工汇报 AI 的实施计划和进展,并组织部门领导与员工进行深入沟通,了解员工与 AI 的配

合情况,对于不适应工作环境变化的员工进行转岗和技能培训等安排。 此外,企业要保证员工参与

政策的有效落实,将员工参与政策制度化和常态化,避免员工将其视为管理层的“高谈阔论”和争

取员工信任的“门面装饰”。 第二,要塑造良好的企业伦理氛围,通过“软环境”的办法改善员工对

AI 实施风险的认知。 本文发现员工参与和企业伦理氛围的交互能够积极影响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

的心理计划过程,因此,在增加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过程中,企业在强调员工参与的同时,也要兼顾

伦理表现,加强管理伦理和工作场所伦理道德建设,以更有效地促进员工的心理计划过程、增进员

工的 AI 支持行为。 具体而言,企业要秉承“科技向善”的伦理观念,明确引入 AI 不是寻求机器换

人,而是要借助机器延伸和拓展人类智能,以此向员工传递其既关注技术转型也关心员工福祉的信

息,同时要引导员工遵守企业伦理规范,使员工与工作场所提倡的道德准则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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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员工参与通过影响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从而促进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因此,在完善员工参与政策的同时,企业也要采取额外措施帮助员工培育积极的心理计

划过程,进而在更大程度上提升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 例如,员工在参与中获取的关于 AI 实施进展

的具体信息能够缓解员工对 AI 实施的顾虑,提升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乐观态度,进而增进员工的

AI 支持行为。 因此,在组织员工直接参与之外,企业可以将 AI 实施进展设置为厂务公开的重要内

容,定期发布 AI 实施的信息和未来计划。 再如,员工在参与中能够及时了解 AI 实施后的岗位要求

变化,进而及时做出调整以适应新要求,这有助于增强员工对 AI 实施的行为控制,进而促进其 AI
支持行为。 因此,除了通过员工参与推动员工能力与 AI 要求之间的匹配之外,企业还可以组织专

业的 AI 知识讲座,逐步提升员工对 AI 的适应性和控制感。 最后,员工在参与中观察到的企业、领
导以及同事等重要主体对于 AI 实施的反应能够激发员工的公民意识,增加其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

观规范,进而影响其 AI 支持行为。 因此,在通过参与政策促进员工的主观规范之外,企业也可以通

过营造友好的办公氛围以及鼓励沟通等方式,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激发员工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组织

公民责任意识,进一步提升员工对 AI 支持行为的主观规范。
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探讨员工参与对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影响,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启发,但也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在问卷调查研究中,采用单一时点和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尽管

采取了平衡题项顺序以及保证匿名性等程序控制的方法,并通过 Harman 单因素分析和不可测量

潜在因子效应控制排除了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扰,未来研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仍需要采用纵向研

究设计和多来源收集方式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验证本文研究结论。 其次,本文使用服务业员工样

本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未来研究有必要选择多行业样本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 此外,本
文从理性的计划行为视角揭示了员工参与影响员工 AI 支持行为的中介机制,但员工参与和员工 AI
支持行为之间也可能存在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值得探讨。 未来研究可以拓宽研究思路,剖析员工参与

和员工 AI 支持行为之间的其他路径。 最后,伦理氛围包含关怀型伦理氛围、规则型伦理氛围等不同

方面(Victor 和 Cullen,1988) [60] ,本文未对此进行区分。 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将伦理氛围的不同表

现纳入研究模型,比较在不同伦理氛围下,员工参与对员工心理计划过程和 AI 支持行为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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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is one of the most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in this century, which has started to
transform business organizations in way that could not be envisaged a few years ago. AI has become the key source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process transformation,disruption and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organizations embracing
data-centric and digital culture. Against this backdrop,AI has been increasingly adopted by organizations.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I is often carried out without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 employees who will be working along with it. If
employees do not understand and support AI, it is unlikely to bring value to an organization. Therefore, how to obtain
employees􀆳 support for AI has aroused great interest among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Given its important role in bringing abou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process transformat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AI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change,and employees􀆳 AI supportive behavior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ir positive response to and proactive promotion of AI implementation.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concern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employees􀆳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 is key to gaining employees􀆳 change supportive behavior. Based on
this logic,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employees􀆳 participation in AI implementation process ( referred to as
employee participation) on employees􀆳 AI supportive behavior. Moreover,this paper conceptualized employees􀆳 AI supportive
behavior as a planned behavior and employe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s an overarching framework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ees􀆳 AI supportive behavior.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s􀆳 attitude towards,subjective norm on,and perceived control over AI supportive behavior,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terprise ethical climate.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methods to explore
management phenomena and problems. This paper conducted one experiment and one field study to test the hypothesis. In
Study 1,A 2 x 2 experiment was designed,with 4 different scenarios. The scenarios described employees􀆳 participation in
HZ􀆳s,a catering company,implementation of AI and the ethical climate of HZ. The results of ANOVA from 175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at employee participation could promote employees􀆳 AI supportive behavior;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enterprise ethical climate synergistically improved employees􀆳 attitude towards, subjective norm on, and perceived control
over AI supportive behavior. In Study 2,386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we appli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Mplus 7. 4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not only replicated the findings of Study 1 but also revealed
that employees􀆳 attitude,subjective norm,and perceived control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AI supportive behavior; enterprise ethical climate moderate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employee participation on AI
supportive behavior.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 First, by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employee participation on
employees􀆳 AI supportive behavior,this paper sheds new light on research regarding antecedents of employees􀆳 AI supportive
behavior and extends studies 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Second, by reveal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s􀆳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and perceived control on AI supportive behavior,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a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how
employee participation influences employees􀆳 AI supportive behavior from a “ planned” perspective. Third,by 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terprise ethical climate, this paper shows a more accurate re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ees􀆳 AI supportive behavior.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with how to promote employees􀆳 AI supportive behavior. That is,enterprises should respect the agent role of employee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AI, and jointly use two strategies of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ethical management to enhance
employees􀆳 support for AI.
Key Words:employee participation;AI supportive behavior;enterprise ethical climate;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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